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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 世纪三十年代的定县调查及其同时代的一批调查结果，对于中国的相当一个历史时期的“农民”、

“农业”以及“农村”的理论与政策的建立和检验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转型不同阶段上社会事实的差别性使

得以往的理论极有可能失去对现实的判断力和解释力。在新世纪开启之时我们再次对定县进行全面的社会

调查，并用实地资料来检验新的理论假设，也就具有了重大的理论与政策意义。我国农民问题的出路有赖

于国家行动，必须通过国家行为引导新的农业制度，形成新的国家农业体系，来使这一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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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可以归结为转型社会。作为一个典型代表，20 世纪三十年代的

定县调查，记录了社会转型初期一个华北县域的社会经济状况。定县调查以及那个年代的一

大批调查结果，建立和检验了相当长一个历史阶段的关于“农民”、“农业”以及“农村”的理

论与政策。那些实证资料对我国社会革命、社会管理和社会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 

中国社会转型，如果从 1840 年鸦片战争正式开始，迄今大体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1]，

第一阶段是鸦片战争至新中国建立的 109 年，第二阶段是建国至改革开放的 30 年，第三阶

段是改革开放以来的 20 多年，这一阶段仍在继续。所以，定县调查已经经历了中国社会转

型第一阶段的末期、整个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开始，共历时仅八十年。 

理论来自于实践，社会转型不仅意味着转型前的传统社会与转型后的现代社会存在着非

常大的差别，就是转型的不同阶段之间也存在的极大的差别。尤其对于城乡结构与职业结构

来说，这个差别足以使我们前期的理论失去对现实的判断力和解释力。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

我们再次对定县（现河北定州市）进行全面的社会调查，使用定县的实地资料检验新的理论

假设，也就因此具有了重大的理论与政策意义。 

 

一、理论与政策中的对农民的假设 

重新梳理理论经典、重新检验经验结论，就会发现当前几乎所有的“农民”理论和政策

都是建立在如下三个日益不可靠的假设之上的。 

1．农耕假设 

自从我们的祖先从游牧进入农耕，百姓的耕作就与家庭生计和国家财政联系在一起。从

“井田制”（春秋战国）、“限民名田”（汉）、“均田”（北魏）等行政主张，到“两税法”（唐）、

“一条鞭”（明）、“摊丁入亩”（清）等财政主张，再到“耕者有其田”（太平天国）、“平均



地权”（民国）、“打土豪分田地”（土地革命）、“减租减息”（抗日战争）、“土地改革”（解放

战争）等近代社会革命措施，以及“农业合作社”（内地各省）、 “三七五减租”（台湾省）

等现代经济措施。可以说，在农耕假设下，作为根本制度的农地制度，贯穿着整个中华文明

史。这说明在传统社会中，农业制度是社会制度的根本，促进了农耕就造福了国民。 

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制度，它造成了农户和国家双赢的局面。对国家来

说，粮食问题开始得到根本解决，社会农产品从此丰足；对农户来说，在解决了温饱的同时，

很短时间内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但作为一个农地制度，联产承包制对农民生活的作用要通

过农业间接表现出来，只有当农民生计主要依赖农业时，它才会对农民生活具有决定性意义。

换言之，它的作用依赖于“农民等于农耕者”这样一个前提。 

农业不可能使全体农民“小康”，因为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体系内农产品的总需求量

由总人口决定，历史上“粮食单产”与“人均耕地”存在函数关系，粮食单产提高会导致人

均耕地面积减少（表 1）。进入现代以后，随着粮食单产从 1952 年的每亩播种面积 176.29
市斤上升到1998年的600.30市斤，全国人均的农作物播种面积相应地从3.69亩下降到1.87
亩[2]。 

表 1：中国古代粮食亩产与人均耕地面积 

朝代 市斤/亩 人均耕地面积（亩） 人均成品粮（市斤） 

战国 216 4.26 563 

秦汉 264 3.76 597 

唐 334 3.76 665 

宋 309 3.75 605 

明 346 3.23 626 

清中叶* 367 1.71 350 

笔者注：清中叶数字因“摊丁入亩”导致隐瞒田亩，故偏小。资料来源：吴慧著《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

第 194-195 页。 

当前的农民问题已经从温饱问题转变为“低收入”问题，提高农民收入正日益受到理论

界与政府的关注。事实上，农民的收入构成中来自农业的收入比例正在急剧缩小，农业已经

越来越不是乡村生计的主体。从以上分析看，“减轻农民负担”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根本的出路在农业以外。也就是说，“农民等于农耕者”是需要探讨的，实际上 9 亿农民也

正在农耕以外寻找出路。 

2．乡土假设 

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有“国-野”之分，“国人”居住在城里，由官、军人、商人和工匠构

成；“野人”居住在乡下，由种地的农民构成，国人的地位高于野人。传统社会中乡下的农

民具有“乡土性”。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者认为存在一个“差序格局”的“乡土中国”，它与

“上一层”是不完全相同的社会[3]。在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社会学理论经典以及中国

学者的著述中，“农户小生产”（列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马克思）、“农户生计经济”

（刘易斯）、“礼俗社会”（滕尼斯）、“有机团结”（杜尔凯姆）、“乡土中国”（费孝通）等等

概念常用于给传统农耕社会定性。 

“工业下乡、农民进城”是现代社会的趋势。但下乡后的工业成了“草根工业”（乡镇

企业），进城后的农民却还是“务工农民”（农民工）。这说明我们当前的研究中存在“乡下

人”预设。然而这种假设已经越来越不符合现实情况了。 



首先，现代制造业不同于传统手工业，它本质上是城市产业，不能成为“草根工业”。

一些实证的研究已经注意到这一点。1985-1991 年间县级有关资料表明，乡村的工业是城市

的属性之一，“乡村工业化”并不在所有农村都可能，而是按乡村与城市的距离衰减，乡镇

企业发展应该用“城市经济”和“人力资本”解释[4]。山西省“十村千户”连续调查发现农

户家庭经营的非农投资徘徊在 1/3 左右，13 年只提高了不到 7 个百分点，劳动用工的非农

化程度提高幅度不足 1 个百分点，而非农收入份额则比非农投资份额平均还要低 5-10 个百

分点[5]。这表明工业不是在任何乡村都“扎根”。另外，商业活动奉行的“理性”原则与血

缘社会奉行的“人情”原则相抵触，血缘社会经常抑制而不是促进现代商业活动[6]，也质疑

乡土文化可以“嫁接”现代产业的理论。 

其次，现代社会越来越不是乡村社区性质的，它是区域的、全国的甚至国际性的，因此

“农民工”称谓不是因为乡土文化，而是来自社会阶层结构。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市场结构与

社区结构是重叠的，家庭和个人的经济活动强烈依赖于社区，学者们因此发现乡村就业与土

地制度（费孝通，1938）、基层市场（施坚雅，1964）有很强的关联性。到现在情况已经发

生了根本变化。许多研究已经为农民工的两栖性找到了新解释。这些解释可以大致概括为三

个方向。第一是经济解释，认为“农民工”现象是乡村居住者在特定市场条件下的理性化选

择，是家庭收支平衡的产物，与城乡居民的就业理念是相同的；第二是管理解释，认为“农

民工”现象来源于劳动用工制度的滞后，城市岗位对城乡居民的门槛是二元的；第三是社会

资本解释，认为“农民工”择业方式与农民血缘、地缘的社会网有关，乡村居民的就业渠道

和就业观念有其特殊性。但即使是第三类解释也没有强调农民工与家乡社区的联系，而是强

调人们在就业地得到的社会网支持。 

3．职业假设 

进入近代以后农民研究多了一个假设：农民是现代职业中的一个类别。这个假设明显是

外生的，不是来源于对现实的归纳。 

个人职业角度的“农民”概念是个“舶来品”。在中国历史上无论从农业生产、国家税

收还是生活消费角度看，农民的计量单位都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户”，家庭经济是国民经济

的基础。因此“传统农民”是以农业为基本生计来源、以家庭经营为基本方式、以家庭为基

本单位的乡村居民。于是在汉语中农者称“民”，曰“农民”，工商者称“人”，曰“工人”

或“商人”。日语中干脆把农民称为“百姓”，产业工人才被称为“劳动者”。在完成了工业

化的国家，农业与非农产业一样也完全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农业从业者和工业、

服务业从业者一样有着可比的劳动工资，农业资本与其他产业资本有着可比的投资收益。“现

代农民”是农业的投资者和生产者，是“农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基本单位是劳动者

个体。今天的中国 “农民”仍然不是一个现代职业概念。我国 1998 年农作物播种总面积

为 15570. 6 万公顷，农业人口 94025 万人，平均每个农业人口耕种 2.48 亩[7]。按劳动适龄

人口占 50%计，一个典型的种田者也仅仅耕种 5 亩面积的农作物，每年种田时间不会超过

60 个工作日[8]。这 60 天以外，农民们或者进厂“打工”，或者进城卖菜，基本上凡是自己

能干的活都干，根本不在乎那属于哪个行业。 

即使在研究的热点时期，学术界对“农民”的划分也没有一致的标准。部分学者按照是

否占有土地分为地主、自耕农和佃农、雇农，研究农民怎样失去生产资料，怎样从自耕农演

变为“地主-佃（雇）农”结构[9]；部分学者按照是否自主经营划分为经营地主、自耕农、

佃农和租地地主、雇农，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考察区别于“地主-佃农”方式

的“地主-雇农”方式[10]；部分学者按照是否耕作土地又划分为地主和自耕农、佃农、雇农，

用以研究乡村的阶级关系，以便把农民区分为“地主-富（中）农-贫（雇）农”三个阶级[11]。

但无论哪种分类都认为农民有“就职于农”和“经营农业”两种属性，并且认为农业经营与



农业就业合一是“传统”的封建主义农业，农业经营与农业就业分离（即农民演变为经营地

主和雇农结构）是现代资本主义农业的“萌芽”。[12]  

从调查资料和全国统计资料上看，绝大多数中国的农业者是不能用“在农业中就职”来

描述的。我们把这部分人看成“职业后备军”应该更接近真实情况，这意味着当代中国总体

上还不存在现代职业意义上的农民，现实中的“农民”和非农业者在职业意义上是不可比的，

“农民”的就业转移与城市就业者的产业间转移是不同的。因此，考察中国的“农民”问题

必须更加关注农业的“生计”属性，笼统地分析农业的“从业者”可能丢失重要的结论。 

二、“农民”的主业已经不是农业 

理论界最常见的分析范式是用“人多地少”概括当代中国的农业。基本逻辑是这样的：

人口增加导致农户耕作规模下降，于是农业越来越不足以担负农民的生活需要，农民就只能

在农业以外寻求出路，因此非农化开始了，农民因此走上“离土不离乡”或者“离土离乡”

的职业转换道路。在这个逻辑里，贫困是原因，非农化是结果。 

单纯这样解释农民行为的变化至少是不全面的。我们知道，农业产品占社会总产品的份

额（恩格尔系数）总是随着经济发展不断降低的，当工业制成品消费占人民生活费开支越来

越大的时候，如果乡村的农业人口仍然维持着过去的水平，务农者从农业中的收入必然是不

断降低的。进一步地说，即使乡村人口在下降，当农业人口的减少速度低于农作物单产的提

高速度时，也会导致农户的平均耕作规模缩小。这是因为农产品的需求弹性低，不会因为价

格变动影响供需。在这样的逻辑里，非农化是原因，贫困是后果。 

这提醒我们在建立解释的时候必须引进社会结构转型这个重要因素。上述分歧告诉我

们，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如职业结构）和市场结构（如产业结构）中，对农民行为的解释可

以非常不同，甚至可以是完全相反的。 

当前的中国农民既务农也务工。深入剖析他们的农耕属性是有理论价值的。他们在多大

程度上还是农耕者？如果农民已经不再可以称为农耕者，他们为什么还要种地？定县再调查

的成果可以明晰上述问题。 

1．传统社会的农业安排 

从上个世纪中叶的华北农村调查资料看，那时的华北农民种地是可以挣钱的。农户把市

场价值高的农产品向市场销售，而以产量大市价低的产品充饥（尽量使自给部分占用耕地最

小化）。小麦产量的 46.20％、水稻产量的 72.55%、大豆产量的 68.43%、花生产量的 99.16%、

棉花产量的 91.09%均用于销售，产量大价值低的谷子、玉米、薯类、杂粮和蔬菜等作物自

用比例则比较高[13]。 

定县当年的情形与此相似。定县的农业生产条件非常好，早在 1926 年就基本普及了机

井灌溉，耕地的机井灌溉率达到 80％。同时，定县耕地面积较大，1850 年户均 30.47 亩，

1934 年户均 10.99 亩。这个田亩数还是计税田亩，实际比这要大的多，根据 1930 年李景

汉先生主持的调查，实际每户达到 23 亩以上。因此其农业具有较高的净产出，至少在 1930
年以前，定县的农业仍然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产业。根据定县东亭翟城村 34 农户 1928 年全

年的记帐资料，以及东亭 62 村的农业调查资料看，农民户均净收入为 395 元左右，其中自

身消费粮食部分 137 元、种植业净节余 198 元、养殖业收入 29 元、工副业及劳务收入 31
元。记帐户平均家庭成员 6 人，相当于 4.5 个成年男子消费和生产能力，按照当时全年打工

的工资水平 45 元/年计算，即使全家完全投入生产（为自己打工），也只折合工资 202 元。

扣除地租（假设自耕农把耕地租给自己）100 元，仍然存在 96 元的利润，这个利润水平是

相当高的。同时，尽管有如此规模的农场面积，但大部分乡村居民仍然难吃到细粮，全年食



物以小米、杂粮、白薯干和萝卜干为主，区别仅仅在于不同的农季由于对体力要求不同这些

食品的比例有变动[14]。全县种植品种较多的农作物前 6 位依次为谷子、麦、豆类、白薯、

高梁和棉花，其中谷子、白薯、高梁主要用于口粮消费，麦、豆类和棉花则主要作为经济作

物销售。 

上述两个资料表现了传统社会农民对农业的安排。首先，农业本质上是自给自足性质的，

在实物形态上的大部分耕地产出用于自身消费。同时，农业是一个盈利的产业，价值形态上

的大部分耕地产出用于销售，以销售收入作为全年生计和家庭积累的源泉。 

2．人口增长与结构转型的影响 

我们分别考察人口增长和社会转型的影响。 

人口增长对农业经济的影响不大。随着定县乡村人口从 1934 年的 322,992 人（定州地

方志）增加到 2001 年的 1,023,886 人 ，村庄的数量也从 429 个增加到 506 个。人均和户

均耕地面积都大幅度减少了（表 2）。但农业生产技术大幅度提高，农作物单产提高的幅度

明显超过了因人口增长而相对减少的耕地面积。以小麦为例，1928 年小麦亩产仅 150 市斤

上下，2003 年达到 750 斤以上，增产 5 倍有余。人口增加减少的耕地倍率只有 3.33 倍，

因此对农户来说，农业产出仍然是绝对提高的，从实物角度看人口增长对农业影响不大。 

表 2：定县农村 1850－2001 年耕作规模的变化 

年份 村数 户均耕地（亩） 人均耕地（亩） 

1850 399 30.47 4.95 

1928 429 23.73 3.93 

1934 429 10.99 2.02 

1990 496 6.05 1.41 

2001 506 4.84 1.18 

资料来源：1928 年资料来自《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850、1934、1990 年资料来自《定州地方志》，2001

年资料来自《定州统计年鉴》。 

结构转型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另一个趋势可以从乡村居民收入结构的变化检测出来。

1928 年，定县翟城村民来自种植业的收入大约是 198 元，到 2001 年定县农民的这部分收

入增长到 1048 元。即使考虑到物价变动因素，这样的增长速度在历史上也是比较快的。然

而绝对收入上升的同时相对收入在持续下降，种植业收入在农民收入构成中的比例大幅度降

低，从 1928 年占现金收入的 75.29％，一直降低到 2001 年的 22.62％（表 3）。乡村居民

的工资性收入则从 11.79％上升到 36.02％，同时养殖业收入为 13.69％、家庭非农经营收

入占 24.75％、财产性转移性收入占 3.32%。这说明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对小农农业影响很大，

近 20 年来它远远大于人口增长导致的耕作规模缩小。 

表 3：定县农民现金收入结构的变化 

年份 
人均工

资性收

入（元）

种植业 

总收入

（元） 

人均种植

业销售收

入（元）

人均农业

生产性支

出（元）

人均税费

（元） 

工资性收

入占现金

收入比例 

种植纯收入

占现金收入

比例 

1928 31.00 364.00 198.00 － － .1179 .7529 

…… …… …… …… …… …… …… …… 

1993 178.67 579.82 107.92 147.33 28.40 .2776 .6278 



1994 250.49 866.84 255.63 274.80 68.32 .2301 .4812 

1995 316.70 1279.42 417.03 474.21 91.33 .1918 .4324 

1996 441.76 1618.76 405.45 457.81 91.08 .2333 .5650 

1997 835.81 1627.55 466.17 647.61 43.02 .3251 .3644 

1998 760.44 1354.06 472.75 539.57 44.45 .2833 .2869 

1999 831.14 1331.73 493.15 428.00 46.60 .3010 .3104 

2000 1006.07 1336.17 543.41 580.04 56.45 .3686 .2564 

2001 1099.00 1388.00 1048.00 549.66 148.19 .3602 .2262 

资料来源：1928 年数据来自《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其它来自《定州统计年鉴》 

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人口增长和社会结构转型都对家庭农业造成影响，但人口的影

响在七十年前更大一些，社会结构转型的影响在近二十年更大一些。总的来看，仍然是社会

经济结构转型的作用更大。 

3．农户的适应 

农户以小生产去适应大市场，这是吴承明考察近代农业的结论，现在看来这个观点仍然

适用于当代。只有一点需要补充：当代农户的小生产安排仅限于农业，非农业部分是以劳动

投入方式去适应现代市场的。农业技术水平提高使农户小规模耕地的产出仍然超过其口粮消

费，社会结构转型使农产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越来越小。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户采取了这

样一种生计安排：以农业保障其生活消费的基础部分（主要是食品消费），而以非农经营和

劳务收入作为其他部分消费的来源。也就是说，农户把较少的劳动投入小农农业，把尽可能

多的劳动投入工业社会。这个趋势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农业提供的现金收入越来越少，农业日益成为“吃饭产业”。从定县的情况看，

农业收入占农户现金收入的比例是越来越小的。1930 年前后农户是以农业为主要家庭收入

来源的，定县东亭翟城村 1928 年户均种植业销售收入 198 元、养殖业 29 元，两项合计 227
元，占农户全年现金收入 258 元的 88％。而定县 2001 年户人均种植业销售收入为 1048.31
元、养殖业 417.79 元，两项合计 1466.10 元，扣除生产成本 549.66 元、税费 75.31 元，

纯收入 841.13 元，仅占农户全年现金收入 3051.39 元的 27.56%。 

第二，农业收入主要表现为实物形态，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再以农业为盈利的产业。2003
年 8 月份对定县 12 个乡镇 12 个村的抽样调查表明，这 12 个村除财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以

外的纯收入人均 2747.73 元，其中种植业销售收入平均占 21.91％（如果扣除城郊种蔬菜的

尹家庄和水果基地李村店则为 17.44%），农业销售收入合计占纯收入的 25.81％，远远低于

非农业收入 56.91％，接近农户的实物消费 17.18％水平。定县城镇居民人均食品开支

1402.03 元（2001 年），如果农民完全不种地就必须现金支付这笔开支，这将消耗掉全部的

非农收入。因此农民继续种植是理性的，即使不能挣钱也至少节省开支。 

表 4：定县 12 村人均纯收入的构成（抽样 n=1178，2003 年） 

 
人均纯收入 

（元） 

种植业销售

（％） 

非农经营

(％) 
工资性收入

(％) 

实物收入 

(％) 

农副业收入

(％) 

廿五里铺 2997.33 7 33 41 16 2 

大鹿庄村 2465.03 15 00 62 19 3 

高家佐村 2210.69 26 01 52 19 3 

贾村 2051.31 20 06 45 22 7 



李村店 3218.79 36 18 26 17 3 

内化村 2626.46 17 12 44 22 5 

市庄村 3394.29 10 23 52 14 1 

西市邑村 2923.76 15 02 53 23 7 

尹家庄 3016.35 48 07 39 03 3 

翟城村 2380.46 35 08 33 19 5 

砖路村 2932.13 12 14 55 15 4 

Total 2747.73 22 11 46 17 4 

4．农业的保障意义大于产业意义 

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当前的农民并不是完全的农耕者，他们收入的主

体部分不依赖农业，并且来自农业的收入在全部收入中的比例仍在继续降低。越来越多的农

民开始不把农业作为盈利的产业看待了，农户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已经基本脱离了农业，“农

民是农耕者”这个假设已经成为过去。 

农业盈利微薄，为什么农户还在继续经营农业呢？农户看重的是家庭农业的保障意义。

无论市场条件导致货币收入构成怎样变化，耕地的实物产出照样存在。稳定的产出可以维持

温饱生活，这对于刚刚摆脱贫困的农民特别重要。正如托达罗注意到的那样，乡城迁移者在

城市的非农就业是不稳定的，岗位变换频繁。当经济景气时农民的工资性收入较高，当经济

不景气时工资性收入就降低，临时就业的机会大幅度减少。定县农民的农业安排表明存在这

样的一个“底线”。就翟城村而言，种植红辣椒的收入每亩耕地可以达到 2200－2600 元，

其中净收入（含劳动投入）在 1800 以上，远远高于“粮－油”种植模式的 700 元/亩，但

几乎所有的农户仍然以大部分耕地种植口粮。道理很简单，辣椒种植收入仍然比不上外出打

工收入，只有在确保家庭基本生计的情况下，农户才会考虑在农业中挖掘潜力。 

从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看，定县调查的结论具有很好的代表性。从 1995 年至 2001
年，农户的农林牧渔业收入占纯收入比例从 66.31％下降到 38.32％，表明在全国范围内农

户的主要收入已经不是来自农业；农林牧渔业现金收入占现金纯收入的比例从 29.95％下降

到 15.77％，表明农业对于农户的实际意义主要在于提供自身的生活消费（表 5）。 

表 5：1995－2001 年我国农户人均纯收入构成的变化 

年份 1995 年 2000 年 2001 年 

农户家庭纯收入 1577.74 2253.42 2366.40 

家庭经营占纯收入％ 71.35 63.34 61.68 

现金收入部分占％ 33.72 34.82 34.27 

非农经营％ 15.04 23.58 22.82 

农林牧渔％ 18.68 11.24 11.45 

实物收入部分占％ 37.63 28.52 27.41 

其他收入占纯收入％ 28.65 36.66 38.32 

农林牧渔收入占纯收入％ 66.31 40.76 38.86 

非农收入占纯收入％ 43.69 59.24 61.14 

农林牧渔占现金纯收入％ 29.95 15.72 15.77 

其中种植业％ 24.27 11.30 11.33 



非农收入占现金纯收入％ 70.05 84.28 84.23 

国家统计局 2002 年统计年鉴 10-18、10-20。http://210.72.32.26/yearbook2001/indexC.htm 

三、乡村居民已经不是“乡下人” 

关于乡村社区的特征曾经有过争论。一部分学者认为乡村社区具有不同于城市社区的本

质，具有乡土性。持这样观点的学者占多数，在研究中国乡村的学者中以费孝通为代表。另

一部分学者认为城乡具有相同的本质，城镇仅仅是整个城乡社区的“中心地”。持这样观点

的学者在 70 年代后开始增加，在研究中国的学者中以施坚雅为代表。 

研究者的立场决定了研究的视角。如果我们站在乡村的立场上描述那个“传统社会”，

那就自然会把来自城市的影响归结为外来的市场和文化冲击，这些影响因素最终通常被归结

为来自国外，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到 70 年代的研究几乎都是这一立场。而如果我们站在城市

的立场上描述“现代化”过程，就会把居于乡村中心的各级城市（城镇）视为为满足乡村社

区需要而形成的社区中心地，这个结构最终都表现为社会整体结构的“中心－边陲”体系。 

上述关于城乡“同质－异质”的两种立场，二十年来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乡村发展理论导

向。同质论者强调“城市化”，强调人口和资源的“乡－城”转移，强调“离土离乡”的“民

工潮”的作用；异质论者强调“乡村都市化”，强调乡村城市特质的增加，强调“离土不离

乡”的就地非农化。事实上上述两个作用都存在，城乡在相互建构。在外来文化和市场特征

不断被乡村社区“本土化”的同时，城市也在不断扩大其外廓、增加其数量。也就是说，城

乡在日益一体化，把城乡分割开来的理论研究成果缺乏有效解释力。 

从逻辑上看，乡村社区最终唯一的特征应该是农耕。但由于整个社会最终只需要很少一

部分人口从业农业，作为一个具有特殊本质的“乡村社区”总的来说是要消亡的。从定县调

查的数据中可以看出，这个消亡过程已经开始，并且速度非常快。 

1．人口分布的新格局 

这样的规律在定县的资料中也表现的非常显著。 

乡村户籍人口正在在减少。从 2003 年对定县 12 个乡镇 12 个村庄的调查中，可以看见

乡村人口快速下降的趋势。这 12 个村庄从 1994 年开始人口下降，新增人口大幅度减少，0
－10 岁儿童占总人口的比例甚至不到 10－20 岁年龄组的一半。这个人口结构与传统社会

完全不一样（图 1）。 

图 1：样本 12 村人口年龄金字塔（2003 年 1 月，n=36869） 

乡村外出居民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常年不在本地居住，从 2003 年 4 月这个时



间点上看，常年外出人口占总人口的 10％左右，主要由 20－40 岁的男性组成（图 2）。这

仅仅是一个时点的资料，如果按全年累计，比例还要大得多。 

图 2：样本 12 村外出人口性别年龄构成（2003 年 4 月，n=3507） 

2．乡村人口已经具有城市属性 

外出人口的大部分流动到了城市中，尤其是大城市中。据统计，2003 年 4 月 20 日时点

上整个定州市（定县）共有 90854 人离开居住地外出，其中乡村人口 88567 人。已知去向

的乡村外出者中在外打工者 66761 人，占 82.2%，外出经营和外出求学者分别为 6264 人

和 4154 人，占 8.0%和 5.3%，探亲访友者比例不大。说明外出者的绝大部分是在外就业。 

外出就业的目标地显然是大城市。流动到北京者 46237 人占总数的 52.2%，流动到石

家庄者共计 12253 人占总数的 13.8％，到保定市区 4387 人占 5.0％，到天津市 6458 人占

7.3％，以上 4 城市合计 69335 人达到总外出人数的 78.3％（表 6）！说明外出者明确表达

了这样的意愿：进城打工去！ 

表 6：定县外出就业者构成（2003 年 4 月 20 日） 

 合计 打工 求学 经营 其它 不详 

北京 46237 37101 610 2520 375 5630 

河北 23083 15524 2422 2293 381 2463 

石家庄 12253 8468 993 1598 149 1045 

保定 6665 4336 779 441 178 931 

市区 4387 2736 668 247 120 616 

定州 248 160 31 17 10 30 

21 县 2000 1440 80 177 48 285 

天津 6458 5137 190 154 44 933 

内蒙古 1495 1149 49 146 14 137 

山西 5107 4083 123 491 75 335 

山东 756 555 41 86 22 52 

西北 1235 685 186 156 91 117 

东北 746 483 102 87 23 51 

华中 767 413 163 89 21 81 

西南 793 508 51 56 31 147 

华南 208 80 49 38 13 28 

华东 553 327 86 73 20 47 



境外或不详 1129 716 82 75 43 213 

Total 88567 66761 4154 6264 1153 10235 

外出就业的目标地选择受两个规律支配。第一是城市的引力作用，外出人口流向符合引

力模型。流动规模与到达目标地的时间距离之平方成反比，与目标地的城市规模成正比。因

此表现出北京、石家庄、天津、保定这样的规模次序。这个结论与城市地理学的研究结论相

同，所不同的是这里的距离指时间距离而不是直线距离。 

第二是城市产业结构的作用。定县的进城就业者中的绝大部分从事建筑业，特殊地说主

要从业于“砖混建筑业”，因此他们在城市中的位置通常是郊区（市中心区建筑已经以框架

结构为主），就北京市而言，大部分建筑工都在五环以外地区从业，甚至在燕郊等与北京毗

邻的河北省境内。 

3．城市节奏的流动 

农民进城存在季节性周期，但它与农忙关系已经不显著。至少有两个因素决定着民工的

往返周期，其一是项目周期，其二是气候周期。 

项目周期的作用。大部分外出者每年都要多次往返于城乡，这取决于城市提供的就业岗

位，因此几乎任何时候都有外出者和返乡者。一个进城者滞留城市的时间长度受项目周期影

响相当大。以建筑业为例，一个砖混结构的建筑项目大致需要 10 个月的建设周期，其中木

工可以有 80 个工作日，瓦工可以有 120 个工作日，钢筋工可以有 90 个工作日，壮工（力

工）可以长一些。如果不能及时找到下一个项目，进城民工在一个项目完成后通常回乡等待，

直到进入第二个项目周期。显然这个周期与农忙无关，它是由城市决定的。 

气候周期的作用。华北地区的冬季气温较低，不适合施工，因此当进入冬季以后在建项

目陆续停工，民工因此返乡。一般说，外出者在进入腊月后都会陆续回乡，到来年开春再陆

续外出。这个周期长短还取决于城市建筑成本水平，去北京市打工的人在外时间明显长于华

北其他城市，这是因为北京市可以接受更高的建筑成本在冬季连续施工。这个周期与农业周

期有一定重叠，民工返乡的正月正好是乡村的农闲季节。 

农忙已经不对外出构成特别影响，春秋两个农忙季节返乡的民工相当少，已经没有显著

性。这是因为乡村生活已经日益以城市为中心，乡村通过选择最小用工的种植品种适应人口

外出。从调查统计的资料看，农户的种植品种安排与外出就业规模存在一定关联性。外出打

工天数多的农户通常选择单一种植模式，即全部耕地均秋播小麦、春播玉米和花生；外出就

业少的家庭则选择轮作方式，一部分耕地种植小麦玉米花生，另一部分耕地种植一年一熟的

经济作物，并轮作。前者最大限度减少了农业劳动力投入，后者使农业销售收入最大化。 

表7：12村农户种植安排与外出打工天数(F=15.409 sig.=000***) 

种植模式 每亩平均用工 外出打工天数 N 

轮作（小麦、玉米、花生/经济作物） 14 125.64 678 

单一（小麦、玉米、花生） 5 211.45 584 

Total 9 166.67 1163 

4．乡城两栖的“农民” 

定县的农民已经越来越不是“乡下人”了。上述资料已经表明，乡村的农户经济也是城

市导向的。首先，农村的人口构成开始进入“减少型”模式，乡村人口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

在相对比例上都在减少，表示城市化在加速，人口日益溶入城市。其次，乡村农户生活日益



与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联系在一起，相当比例的乡村人口实际上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第

三，城市产业结构开始影响到乡村的农业结构和农户生计，乡村经济的独立性已经消失。 

全国统计资料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全国乡村人口在减少。城市化率从 1978 年的 15.82
％增加到 2001 年的 36.24%，表明乡村人口在相对减少；农业人口从 1978 年的 79014 万

人上升到 1990 年 84138 万，1995 年达到峰值 85947 万人后，2001 年回落到 79563 万人
[15]，表明乡村人口在绝对减少。进城就业的农民在逐年增加。据调查推算，1997 年共有 3400
万农民在县城以上城市谋生，其中省会城市 1140 万人，地级市 1090 万人，县城市 1170
万人[16]。在此基础上，1998 年又有占乡村劳动力总数 6％的新增转移人口，1999 年为 6.4
％[17]，2001 年为 4.5%，2002 年为 4.9％[18]。到 2002 年有 8961 万农民外出打工，占全国

农村劳动力的 18.6％[19]。城市产业结构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日益增大。一方面，农村劳动力

转移的数量和行业构成随城市经济景气和产业结构变动而变化[20]；另一方面，农民收入中

来自劳动就业的工资性收入比例在逐年增加（表 5）。 

一般说，每一个农民家庭将根据收入水平决定主要劳动力的就业地，根据消费水平确定

家庭成员的消费地，根据两地收入与消费的优比确定是否向就业地迁移。由于城市收入高农

民到城市就业，由于城市消费高农民回乡消费，中国农民表现出城乡“两栖”特征。 

定县的农民以调整家庭生命周期适应这种“两栖”状态。对于典型的城市居民或者典型

的乡村居民，家庭生命周期是相同的。但定县乡村的大部分乡村家庭却出现了另一种周期结

构，明显不同于前者。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1）由于初次外出打工的年龄一般在 20 岁前，

年轻人自由恋爱的时间不能保障，说媒又成为婚姻的一个基本环节；（2）新婚有一个虚拟

婚姻阶段，通常这时夫妻中的一方或两方未达到法定婚龄，这个阶段夫妻一般不在一起生活，

男方外出打工，女方仍然在娘家居住；（3）家庭通常处于事实上的残缺状态，从结婚一直

到子女成家，丈夫通常常年在外，只有到子女成家后经济压力减小，夫妻才真正生活在一起。 

综上所述，由于展现的事实都具有全国普遍性，我们有理由认为目前情况下继续把“农

民”完全归属于乡村是不合理的，他们已经表现了相当的城市属性，那个“乡土中国”即使

还存在也不再继续支配农民的生活了。 

四、充分非农化后才有“职业农民” 

按照现代社会的职业标准，农业是不足以使农民为职的。道理很简单，大部分种植品种

所需的劳动力都不到每亩 10 个工作日，即使一个耕作者种植和管理 10 亩农作物，全年也

只需要 100 个工作日，仅仅相当于打了半份工。农民投入“半劳力”种地是理性选择。 

如果农业不构成农民的一个完整职业，那么该如何描述当前农民的职业状况呢？我们可

以尝试这样的思路，假设农民从事了一个复杂的职业，其中的一部分工作是农业，一部分是

家庭经营，一部分是非农就业，还有一部分则属于无业。这项工作很重要，否则无法使用现

代职业框架考察中国的农民。 

1．农户的农业必要劳动力 

家庭农业的必要劳动力数量可以有两种基本算法。第一种是根据产业本身的测算，测量

单位面积耕地在一定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的劳动力投入量，这种算法从本世纪初就开始沿用

（卜凯，黄宗智，宋林飞），它假设农民必须种地并尽量使收入最大化。第二种算法是根据

预期收入的测算，计量单位耕地的净产出相当于多少个工作日的工资，这种算法假设农民可

以根据就业市场的情况决定是否种地、怎样种地。前者适合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后

者适合现代的市场化的工业社会。 

第一种算法。早在 1930 年代就有学者对每亩耕地的必要劳动时间做过测算。其中影响



较大的是美国学者卜凯的测算，此外日本人出于掠夺的目的也对华北农村的必要劳动时间做

过统计测算。从表 8 可以看出，即使在七十年前的农业生产条件下，每亩耕地的劳动投入

量也是不大的。七十多年来由于品种的改善、农机以及农药的使用，粮食作物每亩耕地所需

的的劳动量已经大大减少了，与此同时由于产量的提高，经济作物所需的劳动投入则大大增

加（表 9）。 

表 8：1930 年代华北主要农作物每亩必要劳动日估算 

种植品种 工 作 日 

高梁 6.4（卜凯）7.2（满铁） 

谷子 6.9（卜凯） 

小麦 7.8（满铁） 

甘薯 11.0（黄宗智） 

玉米 9.1（满铁） 

棉花 11.6（卜凯）13.2（满铁） 

表 9：目前定县翟城村主要种植品种及其单位用工估算 

种植品种 工 作 日 

小麦 3.0 

玉米 2.3 

花生 3.5 

辣椒 38.8 

棉花 5.0 

按照这种方法测算必要劳动时间需要考虑农户的种植结构，当经济作物种植比例大时必

要劳动量大，反之则必要劳动量较小。由于各村种植安排相当不同，这种算法很难形成相互

比较。就定县东部翟城村而言，由于其耕地的 40％用于种植经济作物，其平均的必要劳动

量为每亩耕地面积 19.6 个工作日；而对于北部的西市邑村由于主要种植粮食作物，平均的

必要劳动量仅仅为每亩 6.3 个工作日，差别相当大。 

第二种算法。我们还可以根据农户对每个劳动力的期望收入测算必要劳动投入量。假设

外出打工每日平均工资 25 元（较容易找到机会的壮工工资），每年可以打工的天数为 200
天，则一个劳动力投入的预期年收入是 5000 元，如果农业净收入正好是 5000 元，则计量

农业可以容纳一个劳力充分就业。这个算法的好处是它可以反映农户的真实意愿。从定县

12村抽样调查和重点访谈的结果看，当前情况下农民对一个劳动力的期望收益是5385.8元。

定县外出打工者大多数从事建筑业，这个预期收入是按照建筑业折算的。由于当前劳动用工

的市场化水平已经相当高，不同行业单位劳动力的期望收入应该相当一致。 

表 10：12 村单位劳力预期收入测算（n=1163，单位：元） 

岗位 日工资水平 年平均工作日 年平均收入 

壮工（小工） 20－25 198 4455 

木工 35 166 5810 

钢筋工 35－38 153 5585 

瓦工 38－40 171 6669 

其他技术工种 33－37 126 4410 



简单平均 33.6 113.8 5385.8 

根据这个测算，定县乡村居民平均每户 3.78 人，户均耕地 4.84 亩，农业净收入人均

841 元，合计每户必要农业劳力 0.6 个，每亩平均的必要劳动时间 24 天。 

由于农产品已经市场化，两个算法是相关的（b=0.928），仅仅在数值上存在差异。为

了使研究结果更加接近农户的生活经验，本文后面的论述采取第二种算法。 

2．定县“农民”职业的构成 

按照上述第二种算法，样本 12 村农民的就业构成如表 11 所示。12 村 1163 户居民户

均劳动力 2.4633个，其中农业种植业使用 0.6483个、养殖业使用 0.0329个，农业合计 0.6812
个，占 27.7%；非农经营使用 0.1868 个，占 7.6％；外出就业使用 0.8334 个，占 33.8％；

剩余 0.7619 个，占 30.9％。 

表11：样本12村户均劳动力职业构成（n=1163） 

村名 劳力数 种植业 养殖业 非农经营 外出就业 剩余劳力 

廿五里铺 2.5263 .5390 .0293 .7457 .9368 .2755 

大鹿庄村 2.5000 .6138 .0330 .0000 1.3570 .4962 

高家佐村 2.8276 .7883 .0507 .0320 1.0086 .9480 

贾村 2.8500 .6785 .0696 .0854 .8225 1.1940 

李村店 2.4000 .8098 .0474 .3575 .5625 .6228 

内化村 2.2000 .6996 .0325 .0186 .4412 1.0081 

市庄村 2.2400 .6410 .0229 .0891 .8374 .6496 

西市邑村 2.6500 .6992 .0239 .0232 .5550 1.3487 

尹家庄 2.0500 .3028 .0065 .1857 .5675 .9875 

翟城村 2.4500 .7225 .0389 .1393 .6013 .9480 

砖路村 2.3778 .6166 .0197 .3301 1.0851 .3263 

Total 2.4633 .6483 .0329 .1868 .8334 .7619 

根据上述测算，我们也可以这样描述“农民”这个职业的内容：他们平均每年工作 138
个工作日，其中农业 55 天，非农经营 15 天，外出打工 68 天，年收入 5385.8 元。而 1949
的华北农村，“农民”的职业内容则为：平均全年工作 161 天，其中农业 112，非农经营 22
天，打工 6 天，其他劳动 21 天[22]。五十年来“农民”“休闲”依旧，主要变化在于农业用

工减少，劳务用工增加。这一组数据告诉我们，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国的“农民”概念与

西方现代职业中的农民概念都相去甚远，是不能使用现代职业角度去描述的。 

3．非农化后才有“农化” 

从上述算法看，定县的每个乡村家庭平均只有 0.6483 个农业就业岗位。显然，只有当

每个农户需要一个以上农业就业者时，才会出现“职业农民”，并且“职业农民”的数量还

会随全社会就业工资水平上涨而下降。不难看出，理论上的出路有三条：第一条道路是扩大

农户的经营规模，从定县的情况看，如果 1.54 家的耕地由一个人耕作，也就造就了一个职

业农民。第二条道路是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如果种植品的市场销售价格从总体上提高 54%，

也会有同样的效果。第三条道路是立体农业，如果增加养殖业收入和农业相关产品的经营收

入，也殊途同归。 



三条道路都依赖一个前提，那就是农民不断非农化。首先，只有相当比例的农民脱离了

农业，乡村才会有多余的耕地用以扩大种植规模。这也是当前尝试农地制度改革的一般条件。

其次，只有剩余劳动力消化了，才会出现市场价值较高的种植品种。在劳动力剩余条件下，

当某个品种因劳动投入较大而市场价值较高时，剩余的那部分劳动力必然投入生产导致供大

于求，使市场价值迅速下降。每一个农户都有这样的体会和经验。第三，只有全社会的农业

生产者减少，非农人口增加了，才会使社会保持足够的对食物的需求。按当前的情况，9 亿

农民的食物都是基本自给的，不可能有立体农业的稳定市场环境。 

农业不足以使农业者为职是一种普遍的情况。对于全国来说，除西藏自治区以外的 2078
个县（县级市）中，劳均播种面积在 10 亩以下的 1992 年有 1688 县、1995 年有 1645 县、

1999 年有 1608 县，分别占 2078 个县总数的 81.23%、79.16%和 77.38%。这些县的农业

劳动力则占我国全部农业劳动力的 91.25%、89.21%和 87.77% [23]。 同时，乡村劳动力的

非农化水平却直接影响着农业的耕作规模，同一个资料还表明，随着非农化程度的提高，农

业种植规模在扩大。用线性插值法处理表 12 资料发现，在全国可比的 2078 个县（县级市）

中，非农就业率不到 25%的县劳均耕作面积中位数 4.86 亩，非农就业率 25-40%的县为 7.45
亩，非农就业率 40-55%为 8.07 亩，而非农就业率在 70%以上的则达到 9.72 亩。按照这个

趋势，随着非农化的持续，职业农民最终会出现。 

表12：全国2078县劳均耕作面积与非农就业率（1999年 n=2078） 

非农就业者占全部就业的比例 
 

25%以下 25%-40% 40%-55% 55%以上

合计 

5亩以下 125 261 101 29 516 

5-10亩 83 543 394 72 1092 

10-15亩 5 115 122 41 283 

15-20亩 1 38 40 19 98 

劳 

均 

种 

田 

面 

积 20亩以上 0 29 28 32 89 

合计 214 986 685 193 2078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分县统计资料（1999 年） 

上述讨论旨在说明：职业农民在当前的中国总体上还不存在，只有当非农化到一定程度

后，农民才真正职业化。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把农民作为一类职业来分析其结论一定是比较勉

强的，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五、用国家手段解决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伴随我们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可以说这个问题曾经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全体

国民的努力。我们为此采用过政治手段甚至战争手段，采用过经济手段，也采用过行政手段

和社会救助手段。可是问题仍然没有根本解决。到今天，当农民问题再次成为焦点摆在我们

面前的时候，应该反省一下：我们是否在一定程度上走错了路。 

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提出必须在社会初步转型的今天修正以前对农民的一些假设，事

实上已经把农民问题的症结归结为社会转型。这意味着我国农民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法与已经

完成社会结构转型的国家会存在一定程度的一致性，我们不能期望农民们通过自身的努力去

摆脱困境。西方工业化大国的社会结构转型伴随着“炮舰政策”和“福利国家”政策，这提



醒我们：一个国家转型期的农民问题可能最终需要通过国家行为才能解决。 

1．农民问题应该用国家手段解决 

“农民问题”不是“农民的问题”，它是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产物，不是“农民”们造

成的。因此仅仅依靠农民自身的努力是不可能解决的，必须依靠国家手段。但长期以来我们

并没有树立这样的观念，农民问题经常被作为“特殊人群”问题对待，或者被归结为“落后

生产方式”，或者被归结为“乡土中国传统”，或者被归结为“愚贫弱私”。 

农业社会的社会制度安排有利于乡村的居民，工业社会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城市的居民，

农业社会乡村人口占大多数，工业社会城市人口占大多数，两种社会因此而维持了特定的“公

平”理念。转型期的政策公平应该体现在 “一视同仁”上。从目前正在实施的政策看，逻

辑是混乱的。在经营政策上，对农民几乎是放任自流的，对个体工商户、集体企业、国营企

业、有限公司企业政策约束则越来越强；在就业政策上，对农民几乎仅仅停留在“是否限制”

的层面上，而对城镇居民、国营企事业职工则扶助程度越来越高；在福利政策上，农民靠土

地的耕作权解决，城镇就业者和国营企事业职工享受国家统筹福利的水平则依次提高。因此，

有助于改善农民社会环境的政策措施，是我们必须首先关注的，它至少包括如下方面： 

（1）规范非农经营。无论从事什么样的经营，都应该纳入现代企业制度的轨道，不允

许（至少不提倡）经营者逃避社会责任，所有进入市场实现价值的产品都因该有一部分价值

是属于社会的。农民不是天然的农耕者，在他们进入非农经营的时候，应该得到正确的指导

和有效的帮助。这需要我们建立一个有效的制度环境。 

这样做实际上就是在帮助农民，因为农民经营的农业产品有相当比例是不进入市场流通

的。传统农民是具有自主经营资格的国民，“耕者有其田”是传统社会的政策导向，有“田”

也就有了“业”。现代社会的经营活动更加依赖资本和技术，当前农户的资本积累速度明显

不能适应经营环境的改变，因此私营企业、庭院经济、个体工商业经营等适应家庭经济的经

营方式，都在逐渐失去生命力。当前的政策导向鼓励人们自主经营，主要目的是为了减轻就

业压力。这样的经营政策是农耕社会的产物，乡村的农户就是在这个模式下经营农业的。可

是农业产品总量几乎完全依赖人口总量，没有需求弹性，农民最终是要从农业中转移到工商

业中来的。这就要求社会对工商业经营者的行为有所限制，使工商业经营有更多的资本积累，

从而有更多的投资带来新的就业机会。 

（2）无差别就业政策。农民还没有进入现代职业，因此必须在就业体系中给他们留出

空间。农民分得了耕地，就业政策就应该向没有耕地的城市居民倾斜，这是当前的政策理念。

如果在安排完城市就业后仍然存在空缺，或者某些职业岗位社会福利投入可能高于用工的产

出，这些岗位也可以由无福利保障要求的农民接替。这种政策造成一个特殊的就业模式[24]。

和城市常住居民相比，城市农民工无论在居住条件、物质生活、教育、健康、生活方式等方

面都居于弱势，成为城市社会中的居于边缘地位的弱势群体。因此，国家的公民就业政策应

该是“无差别就业”政策，把耕地仅仅作为农民的生活保障而不是收入来源，在就业上所有

公民都是平等的，完全由市场去均衡劳动就业。事实上相当比例的农民已经进城就业，尽快

制定相关政策规范和引导农民就业非常必要。 

（3）保障口径的统一。农民不是我们现代社会体系以外的“另类”居民，他们也应该

享受现代社会的保障。我们正在分别建立城市与农村两个保障体系，城市具有较高的保障水

平，农村则维持较低的保障水平[25]。这种思路是不合理的，虽然所有国家农民进入社会保

障体系都滞后很多年，但这不意味着中国也必然如此。我们只有三个保障来源，第一是家庭

保障，来自家庭成员的互助；第二是社会保障，来自国家范围的全民统筹；第三是职业保障，

来自职业岗位的投入或产出。我们面临问题是农村的家庭保障因人口城市化难以为继，全民



的社会保障还没有建立起来，农业的职业保障由于产出微薄保障水平又太低，几代农民可能

因此陷入困境。 

国家的公民保障政策应该具有相同保障口径、并且全部纳入国家统筹管理。“以土地换

保障”思路是可行的，这类似于城市的“国有股减持”方案。同时，农民的非农就业也应该

积累一定的职业福利，尽管农民的就业不是那么“正式”，但通过管理是可以把这部分来自

职业的保障基金建立起来的。这样一来，一个农民在农业中积累一部分保障水平（来自耕地），

再在非农就业中积累一部分保障水平，就可以使总的保障水平达到较高的程度，从而使城乡

保障的口径趋于一致，避免将来出现难以跨越的“福利墙”。 

2．农业问题应该通过全国范围的大农业体系解决 

以“减少农民”作为解决农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当前已经得到大多数人赞同，但怎样减

少农民却不能照搬西方的经验，而必须考虑中国的国情。耕地承包到户并且 30 年不变，农

地因此而高度分散，这应该是我国农业最重要的国情之一。 

西方国家农民的减少与其工业化过程是同步的。基本过程是从土地自然集中开始通过农

业人口不断非农化，最后使乡村只剩下少量的农户。我们已经错过了那个机会。在我们已经

走过粗放工业化阶段的时候，乡村的农民仍然没有从农村转移出来，农业还维持着相当程度

的自然经济状态。这提醒我们已经不能再依靠单纯的市场力量摆脱困境。并且我们也没有那

个时间，市场导致耕地集约化的周期是漫长的。耕地从分散到集中再通过均田到分散这样的

过程，在中国历史上曾经重复多次，每次都有数百年的周期。为此，我们必须引导新的农业

制度，以期形成新的国家农业体系。因为小农农业不会是中国农业的方向。 

（1）重新注解“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不能把“联产承包责任制”仅仅理解为类似“永

佃权”的农地使用权制度。这样的理解一方面会造成“农业家庭本质论”，误把农业发展的

希望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市场体系上；另一方面又会极大地忽略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国家

社会体系中的实际作用，误以为只要在法理上厘清它的含义就可以推动农业经济的制度创

新。注解的重点应该放在农业生产者的“经济人”身份方面。要强调分配那块耕地的目的是

帮助农民以此为依托进入现代职业社会，而不是以此为职业。它不仅体现农民对国家的责任，

同时也体现国家对农民的责任。从经营角度看，现代社会是资本社会，有一定的资本才会有

经济人理性。虽然小块耕地的经营水平会非常低，但那是农民进入市场的敲门砖。这样注解

“责任制”意味着乡村的人口不再依附于耕地，将出现频繁的使用权转移，农地使用权甚至

可能流入城市。 

（2）分离耕地的保障意义。耕地是农民的生活保障，国家应该建立乡村耕地与城市保

障之间的制度化关系。一定面积的耕地应该与一定水平的福利相对应，甚至使这种对应可以

具体化到自由转移。许多研究关注农村社保基金总量的不足，那是没有考虑到土地的内在价

值，如果把全国的土地全部计量为资本形态，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足以达到基金的存量

要求，而城市每年批租土地的收入又足以应付保障金的流量。这样的方案应该认真探讨，如

果土地属于全民，耕地保障实际上就是社会保障。 

（3）建立大农业体系。产业化大农业是未来农业的方向。随着农民不断就业，农村的

人均耕地面积是增加的，每个农业从业者平均的耕地面积就增长更快。这说明我们正在向大

农业过渡。因此我们的“大农业”政策应该把握好以下几个关系：第一，区域分工问题。我

国农村发展是非常不平衡的[26]，在农业上也是这样。有关研究表明，地区差异对农业产值

的影响仅次于农户投入，与耕地面积作用大致相同，说明我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区域之间的

大农业分工[27]。在一个饱和的市场中，一部分地区农业产出量的大幅度提高，必然要以另

一部分地区产出量下降为代价，因此应该同时强化人口稠密的非农业优势区域的农民就业和



人口稀少的农业优势区域的农业经营。第二，经营风险问题。小农经营的市场风险很低，大

农业就不是这样了。由于农业容易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干扰，为了防止农业的过度波动，

同时保证农产品供给和农民收入稳定，政府应在防止和避免农业风险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三，经营组织问题。规模经营必然会脱离家庭农业的组织形式，可是我们并没有形成这样

的组织模式萌芽。合作化、人民公社是第一次大农业的尝试，但当时的中国没有能力解决因

此显性化的剩余劳动力。虽然在集体农业制度下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发展很快，但随着农业产

品占社会总产品比例的降低，农业收入越来越不足以养活基数庞大的农民，农村退回家庭农

业。因此当前迫切需要尝试新的农业组织形式，以适应未来大农业的需要。 

3．乡村问题应该在城市中解决 

现代社会是城市社会，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资源几乎都集中在城市中。因此农村问题也

应该到城市来解决。事实上，过去的 20 年农村问题之所以不断得到缓解，正是因为两个趋

势在综合起作用：（1）城市经济大幅度发展，相当数量和比例的农村居民已经转移到城市

生活和工作；（2）城市辐射能力大幅度增加，相当多的乡村地区（城市周边地区）已经在

城市的带动下发展了自身的经济。 

在城市中解决乡村问题不能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口号，它应该是一组具体的措施。 

（1）主动的移民措施。我们不仅不应该阻止乡村居民向城市迁移，相反应该大力提倡、

积极引导，甚至连消极的鼓励都是不够的。应该帮助农民在城市里找到职业，并以职业为依

托在城市安家。在城市安家的人就是“城里人”，应该有与城里人一样的权利与义务。西方

人口数据多来自就业登记资料，在他们那里就业地就是迁移地。事实上我们也是这样，只是

没有正视。许多进城的原乡村人口实际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地搬到了城市里，仅仅是在几个特

殊的时间（春节等）体现“两栖性”。问题是我们的政策中很少有引导性的定居措施提供给

进城就业的农民。城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城里人”的，即使事实上由进城农民使用的时候也

是一样。城里人高喊“容纳不了那么多农民”十几年，结果还是该来的都来了，生活困难很

少挡住进城的农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曾经使我们对乡村工业化寄于希望，但这条道路最终

只在大城市周边有效，远离城市的乡村是否存在工业化的可能性是只得商榷的。 

（2）建立城市移民社区。并不是只要开放城市门户，农民就举家蜂拥而至。当前的迁

移政策仅仅是有限地打开了城市的大门，门坎依然很高，并且没有导向性。因此流动就业人

口日益增加，给社会管理造成压力。城市化是大趋势，乡村居民应该向什么样的城市迁移？

城市应该怎样接纳什么样的乡村居民？都是当前特别需要探讨清楚的问题。社会学者的社会

网分析应该对问题的解决有一定帮助：农村居民社会网是以高趋同性、低异质性、高紧密性

为特征的。同传统中国农村相比，以血缘和婚姻连接起来的亲缘关系在社会网中的重要性虽

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一种最重要的关系。业缘关系、友谊关系和地缘关系在社会网中有相

当重要的地位，形成这一特征的主要原因既与中国农村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又与宏观社会

结构的变动趋势一致[28]。这个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就象海外的中国人依赖“唐人街”、“中

国城”一样，进城的农民也会依赖形形色色的“浙江村”、“河南村”。这给我们的农村政策

带来课题。如果政策容许乡村居民在城市中投资自己的生活社区，甚至把“自治”的村民也

搬到城市周边来，也许会解决许多学术讨论中经常提到的负面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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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About “Farmers” and Rural Policy System Call for 
Reconstruction 

-- What Do We Learn from the Second Survey of Dingxian 

 

Zheng Hangsheng  Wu Lizi 

 

Abstract：For a long period, the Dingxian Survey conducted in the 30s of the 20th century as well as 

other surveys at that time provided a vital foun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examination of theories 

and policies concerning “farmers”, “agriculture” and “countryside” in China. Differences in social fact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social transition will make theories raised before become less convincing in judg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reality. Therefore, the second overall survey of Dingxian made by u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for the purpose of testing new theories on the basis of materials collected on the spot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policy making. As the solution to farmers’ 

problem lies in the state action, we have to, by means of the state action, guide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agricultural institution and develop a new state agricultural system in order to offer an ultimat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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